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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6日，空军方面发来电报：同意飞机支

援。9月18日，望眼欲穿的潘澄侯和李国鼎，带着

三架摄影机和照相器材乘机飞抵兰州，见到了讲解

日食的胡玉章。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冯简也同机到

达。

9月20日下午，李国鼎、潘澄侯、胡玉章三人先

后分乘兰州空军的教练机和轻型轰炸机飞抵临

洮。当时的机场在今天的新添镇叶家坪，距县城20
公里。当时负责拍照的观测队总干事长陈宗妫回

忆：“日食前一天夜间，陆军的一个高炮团开抵临洮

县，还有20架战斗机在兰州机场待命，随时准备拦

截敌机。”

正如张钰哲所言：“七年筹备，万里奔波，成败

利钝，寄于一旦。”人员和设备到齐之后，天气就成

为最揪心的问题。9月20日晚，天空一片阴沉。张

钰哲和队友们彻夜难眠。黎明起床一看，又是云遮

雾罩，大家的心又悬了起来。

上午8时，依然云雾弥漫，张钰哲命令轻型轰

炸机做好起飞准备。金陵大学电影教育系学生区

永祥，将摄影机放在机关枪的位置，承担了凌空拍

摄的重任。潘澄侯和胡玉章在地面分别拍摄日食

过程和地面观测情况，一架拍彩色影片，一架拍黑

白影片。

8时05分，张钰哲和队员们完成最后一次调

试。8时40分，云开雾散，火红的太阳挂在天边，仿

佛等月亮将它慢慢的遮蔽。9时许，张钰哲命令观

测队员：按预定方案实施观测！9时29分42秒，全

球瞩目的日全食初亏终于出现了。当时晴空万里，

只见月亮的黑影从西侧开始侵入太阳。

临洮中学的肖剑琴老师写的《一次自然界的奇

观》一文，对1941年日全食在临洮的情况作了精彩

的描述：

“1941年9月21日早9时29分42秒，太阳放出

空前未有的强光，眼睛很不容易睁开。到了10时
30分48秒，太阳成为初五、初六的凹瘪月牙形。随

之微风习习，逐渐清凉，突然黄球消失了，球体全黑

了，周围只有一丝白边。温度急剧地下降，寒风像

是秋季的西风，鸡也叫起来了，犬也吠起来了。10
时53分38秒，黑球白边生光了，地面复苏了，那黑

球白边顶上哗地一下，放出了：红、橙、黄、绿、青、

蓝、紫奇光。12时18分18秒，太阳又‘复原’了！”

按照观测队的建议，临洮全县的师生、机关职

员近万人涌上岳麓山，有的准备了茶色墨镜，有的

用墨汁染的玻璃观看。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师还组

织学生作了日食写生，张壁原老师的一幅日食素描

至今珍藏在儿子家中。

远在马衔山麓的杨正江老人当时还不到六

岁，当他跟随大人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天色突然

黑了下来，把大家吓坏了。他说：“我们很紧张，

这是什么大难来临了吧？大家非常害怕。这时

候大人们也喊我们了，这一喊我们更加害怕，一

下子放声大哭。哎？！怪得很！就在我们放声大

哭、手足无措的时候，太阳‘忽’地又出来了，大家

高兴得跳起来。”

当时兰州城区处在日食带的背界面上，在城

里看不到日全食。兰州市组织了100多人的观察

团来临洮观看，把临洮城的旅馆住满了。大多数

人则步行十几公里到兰州城郊的西果园、阿干镇

一带观看。

地势高峻的七道梁，成为兰州人的最佳观测

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天文学会会长高

鲁、著名学者高一涵陪同下，前往七道梁观看。高

一涵写了一首长诗，记述了从日食发生到结束的全

过程，描写了当时“牛羊下山鸡入室，狐兔仓皇乱窜

逃”的情形。

当时的《科学》杂志这样报道观测现场的情景:
“当食既与生光之际，欢声雷动，掌声震耳，莫不叹

为宇宙奇观。”《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和《西北日

报》都对日全食观测情况作了重点报道。

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冯简亲自作了现场直播。

一大早，他就带领民工从泰山庙向电报局架设了一

条专线，通过电话将观测实况传到兰州，再通过无

线电广播传到重庆，最后向全世界转播。

当时的冯简，既当工程师，又当播音员。他用

汉语和英语每十分钟向听众播报一次日食情况。

地面情况则由观测队员李珩和《中央日报》记者沈

宗琳播报。

研究那次日全食的同济大学医院教授赵惠康

说：“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面向全球的无线电广播，

很有历史意义。”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说：“从天文

学科本身来讲，这次观测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得的

一次日全食资料，现在想也算是一个奇迹。”

《中央日报》当时评价这次日全食观测，是在中

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之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第

一次有组织的观测，其成败之意义，远远超出了‘天

文’范畴。”这次观测，捕捉到珍贵的天文资料170
多项，拍摄照片200多张，消耗“五彩”影片20卷。

日全食照片和电影胶片拍出来以后，证明了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当我们欣赏这些像葫芦串一样的太阳照

片时，您也许不会想到，当年陈宗妫先生拍照时多

么不易。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孙健三介绍：“用

胶片拍摄的时代要先测光的，没有日食怎么测光

呢？有了日食的过程中，每一瞬间亮度都不一样，

你怎么来正确曝光？曝光时间要特别准确。”

难得的摄影技术资料，也是这次日全食观测的

巨大收获。张钰哲把所用摄影器材的型号、镜头、

口径、焦距及曝光参数等一一做了记录。

拍摄日全食电影就更难了。朱进介绍：“它的

难度是头一次，没有以前的参照。”原北京电影制片

厂摄影师孙健三说：“当时全中国有很多拍电影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在没有发生日全食的时候准确

地测出曝光参数，它每一瞬间的亮度都不一样，每

一瞬间都要调光圈，否则这个就拍不好了，不是曝

光过度就是曝光不足。”

当区永祥完成航拍任务后打开机舱盖，向地面

人群挥手致意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在临洮创造了

“人类首次航拍日全食”的记录。

看了那次航拍的日全食电影后,著名化学家、

教育家陈裕光博士说：“这次拍摄的电影，记录了人

类依靠科学，不再脚踏大地，离开地球飞到天上去

观测天文的时代的开始。”

著名爱国人士钱昌照认为:“在我国天空完成

的航拍日全食电影的壮举，不仅创造了人类天文史

上的第一次，也创造了人类航空史上的第一次，还

创造了人类科技史上的第一次，这也是人类电影史

上的第一次呀，实在是可喜呀、可贺呀！”

这次逐日临洮的壮举，也是一次科普宣传的

“长征”。它穿越5个省20多个市县，往返一万二千

华里，一路讲演日全食知识，使沿途百姓第一次听

到了“天文”一词，并对“日食”有了正确理解。一路

风尘中，观测队播下了“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种

子，使沿途百姓摒弃了“天狗吃太阳”的迷信思想。

张钰哲在“观测报告”中写道：“按食时伐鼓鸣金救

日之举，重庆成都均且不免，而临洮以边陲僻县，是

日竟未闻一滴之锣鼓声”。

五十年后,中国电影教育先驱孙明经先生在他

的八十岁寿宴上，对旁边的儿子孙健三说:“今天的

人类已经可以到宇宙空间去观测各种天文现象，而

人类离开地面对天文现象有影像记录的观测，却始

于1941年日本空军经常去轰炸的甘肃临洮县的天

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该不知道的。”孙明经先生

的一席话，使在场的人第一次将“航拍日全食”与

“临洮县”联系起来。

八十年后的今天，当“神舟”“天宫”“天舟”等宇

宙飞船遨游太空的时候，中国宇航员已经能够亲自

到太空观测天文现象了。随着中国空间站的正式

使用，中国科学家可以把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和观测

器安放到太空去观测，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梦想正在

一步步变为现实。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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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11月，中国共产党

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以

“推动革命斗争、代表人民利

益”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时，全

国已在231个县、1910万人中建

立了县以上的苏维埃政权，人

们把以瑞金为中心的区域简称

为“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的主要支撑力量

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

是苏区的执政党，有一套相对

完全的国家机构，这是苏区和

白区最大的区别。苏维埃政权

成立后，国家工厂得到了快速

发展，由于当时缺乏管理经验

等因素，国有工厂的生产经营

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形

下，把党组织建立在国家工厂

中，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就显得

尤为迫切和重要。

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

是党深入群众的核心。为了发

挥党组织在国家工厂中的领导

作用，1934年 4月 10日，中共中

央组织局颁发了《苏维埃国家

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主要内容有：苏维埃

国家工厂支部的基本任务；保

证生产任务的完成；改善工人

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生活；加强

对工会与青年团工作的领导；

支部干事会的组织与本身工

作；工厂支部与地方党的关系。

据统计，到 1934年 3月，中

央苏区苏维埃工厂已有 32个，

产业工人 2000多人。《条例》中

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

工厂中的领导作用。国家工厂

中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教育

工人以新态度对待新的劳动，

每一个党员应有最高度的劳动

热忱，绝对的执行劳动纪律，学

习与具备最熟练的技术，在事

实上作群众的模范；应经常了

解群众的实际生活，倾听群众

的意见，从各个方面去改善群

众的生活。以此调动工人积极

性，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实现

每次的生产计划。

按照《条例》规定，工厂党

支部应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

发扬和巩固工人的劳动热忱，

来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在所

设定的五项措施中，其中第五

项措施为“建立三人团”，规定

在生活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必

须经过厂长、工会委员长、支部

书记三人团会议来解决，但最

后取决于厂长。有政委的工

厂，政委参加三人团会议，政委

有最后决定的权力。

关于支部干事会的组织与

本身工作，《条例》中进行了详

细规定。大的支部，干事会应

有书记、副书记、宣传、组织、军

事、工会、共青团、苏维埃（即地

方工作）等分工；小的支部，只

按书记、宣传、组织、工会、共青

团分工；有女工的工厂须有女

工干事。厂长或副厂长为党员

时，须有一人参加干事会，但不

担任干事会的内部工作，以免

妨碍工厂的管理工作。对于党

的教育工作，规定支部须经常

在支部大会、小组会以及流动

训练班中将党的决议、党报、党

的书籍和重要文件作为材料去

教育党员，并加强“党员为群众

模范”的教育。对于发展党员

与吸收党员，规定支部应特

别注意在生产部门工人群众

中吸收生产积极性最高、遵

守劳动纪律、能为全厂模范

的同志入党。

《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

作条例》以及《苏维埃国有工厂

管理条例》颁发之后，中央苏区

的兵工厂、被服厂、纺织厂、织

布厂、弹棉厂、印染厂、斗笠厂、

硝盐厂、造纸厂、印刷厂、冶炼

厂、农具厂、烟厂、煤炭厂、樟脑

厂、制糖厂、制茶厂、木器厂、陶

瓷砖瓦厂等国家工厂都迅速落

实，经营管理机制和党的工作

迅速步入正轨，工人的积极性

显著提高，企业面貌大为改观，

促进了苏维埃红色区域工业生

产力的迅猛发展。据《红色中

华》报道，长汀被服厂“采取分

组竞赛的方法，在完成生产计

划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

四月份超过原定计划百分之二

十四，五月份上半月超过百分

之三十。不仅增加数量，工作

的速度加强了，质量也改善了，

并且每天自动做一点半钟的义

务劳动，可以增加六十套衣服

的生产。特别是节省原料的成

绩更加伟大，原定两丈布做一

套单衣，现在每套衣服只要一

丈九尺二寸，每套可以节省八

寸布……约每月可节省一千九

百八十块钱的巨大数目”。

党在当时中央苏区国家工

厂中组织建设的加强，对于加

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进行了

有益探索和积累了经验，具有

里程碑意义。同时，党在当时

中央苏区国家工厂中组织建设

的加强，也充分体现了党对国

有企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制度

的本质特征，对于我们今天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党建促发

展”，也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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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19411941，，中国首次日全食观测在临洮中国首次日全食观测在临洮

1935 年红军长征途经庆阳。1937 年 1 月红军中

央教导师和陕甘宁省委支前工作团在庆阳城建立了

中共庆阳工作委员会，蔡畅同志为第一任工委书记。

1937年 10月至 1946年 4月，八路军 129师 385旅驻防

庆阳八年多时间，与庆阳人民结下了鱼水之情。

抗日战争时期，在这块硕果仅存的红色土地上，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庆环分区、中共陇

东特委、以及后来著名的陇东分区，辖庆阳、华池、环

县、曲子、合水、镇原六县，建设了模范的抗日根据

地。陇东军民取得了两次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挫败

了国民党顽固派占领陇东根据地的阴谋，陇东统战区

完全实现边区化，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西部屏障。解

放战争时期，陇东分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模范试验

区，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习

仲勋、王维舟、耿飚、马文瑞、马锡五等都曾在这块土

地上生活过、战斗过，留下了宝贵的革命遗迹和精神

财富。

1940年 3月，祖国大地正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铁

蹄践踏，到 1940年，陇东分区环县、曲子、华池、庆阳、

合水、镇原 6县共有学校 278所，其中完全小学 11所，

模范小学 18所，普通小学 190所，女子小学 9所，私学

50所。这时，急需一批文化人才去组织和领导群众进

行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但当时陇东分区的教育现状

远远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满足不了广大

青年求知深造的要求。

为了对陇东青年就地实施中等教育，陕甘宁边区

政府作出决定，在陇东分区建立一所中等学校，名称

为“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兼任

校长，并报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1940年 3月，边区

政府遵照中央指示，派陆为公、孙萍以筹备委员身份

到陇东筹建陇东中学，拟定 9月 18日正式开学。在筹

建校舍的同时，陆为公通过中共陇东特委报告中央办

公厅，请求非常重视群众文化教育的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为陇东中学题写校名并题词。在延安的一孔窑洞

里，毛泽东欣然挥毫题写了“陇东中学”4个大字，为

这所成立于战火中的学校倾注了殷殷的深情，寄托了

革命的厚望。

校名当时写在纸上，从延安带回后聘工匠镌刻于

石板和木板上，毛泽东同志的署名，也相应放大一并

刻上，学校开办后石板的校名嵌挂于校门前石牌坊

上，木板的校名挂于礼堂；校名也缩写成小字，制成校

徽，发给师生佩戴，以鼓励师生学习。1942年 7月，毛

泽东还接见了陇东中学观光团，给师生代表讲了话，

对陇东中学和整个陇东地区教育事业寄予厚望。

陇东中学创办之初只有 11 名教职工，首届招生

122人，设为师范、中学、预备（文化补习）3个班次，学

制为 1年。到 1945年，陇东中学教职工增至 37人，有

教学班 7个，学生 330人。

这所创办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坐落于周祖陵

山下、环江之滨，由毛泽东同志题写校名的学校，在历

史的血雨腥风中，前进之路也几经波折。学校校址屡

迁，其名几变，从创建之初的“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

“中共陇东分区党校”“陇东分区干部学校”，到新中国

成立后的“庆阳初级师范学校”“庆阳初级中学”“庆阳

县第二中学”（简称“庆阳二中”）“庆阳县东方红学

校”，直至 1972年恢复“陇东中学”原名，并被确定为

省、地、县三级重点中学。

陇东中学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陇东地

区创办的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中学学府，为革命

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被称为“革命的摇

篮”，更是“陇中精神”的源头。

宋版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书籍。宋版书为

世人珍重若此，有“壹页宋版，壹两黄金”之说。

宋版书之名贵、之昂贵，古之如此。这种珍奇版

本的书籍在造纸印刷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可以

用“价值连城”来形容。明清时期，宋版书就是藏

书家竞相搜寻珍藏的宝贝。明末崇祯年间，著名

的藏书家毛晋，为收藏宋版书，在他的藏书楼“汲

古阁”门前悬挂着：“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

计页酬钱，每页出贰佰……有以时下善本至者，

别家出壹仟，主人出壹仟贰佰”的征购启示。这

句佳话流传坊间。雕版印刷业和造纸业在宋代

的繁盛，为书籍的广泛流传和普及创造了条件。

处于承前启后的宋版书因其刻印精工和流传稀

少，呈现出独具魅力的古籍文献学术价值，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为后代所推崇仿效。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始于唐朝，但它成熟兴盛

则始于宋代。两宋时期，雕版印刷业形成了以浙

江杭州、四川眉山、福建建阳等几个刻书中心。

由于刻书者不同，刻书的目的、内容不同，分为官

刻、坊刻、家刻。

官刻，顾名思义指官府用公款所刻的书。官

刻书大都书品考究，具有纸墨精良、装帧豪华等

特点，主要为儒家经典和佛道经藏。下图为《春

秋左传正义》中华再造善本，据国家图书馆藏宋

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影印。经、注、疏

三者合为一书，便于披览，始于宋绍兴年间。此

本是《左氏春秋》经、注、疏合刻的第一本。经宋、

元递修，传世极罕，弥足珍贵。

坊刻，即民间刊刻，以营利为目的的印刷并

出售书籍的地方，又称书肆、书坊。坊刻书多刻

名家诗集、医书和民间盛行的说唱话本等。著

名的有陈宅书籍铺等。右图为《唐女郎鱼玄机

诗》中华再造善本，据国家图书馆藏宋临安府陈

宅书籍铺刻本影印。陈

宅书籍铺是南宋后期临

安的著名书坊，刻了不少

唐宋人的诗文集，《鱼玄

机诗》只是其中一种。本

书镌刻秀丽工整，为陈家

坊本中的代表之作。且

印记琳琅，题咏连篇，更

为之增色。

家刻，即私人出资刊

印的书籍。宋代私人刻

书虽然数量远不如官刻、坊刻多，但校审精细、

刻工精湛，所以家刻本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

私人刻书主要出于传播学术的目的，多刊刻儒

家经典、诗集、文集等。《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

十卷遗文一卷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一卷》中华

再造善本，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咸淳廖氏世綵堂

刻本影印。此书字体隽秀，刀法剔透，纸质莹

洁，历来被藏书家誉为传世之“无上神品”。此

本钤有历代藏书家印记，表明此本自明代以来

就递藏有绪。


